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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6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的工商注册数据,考察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动态演变和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1)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处于第一档次,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处于第二档次。

(2)区域差距整体在缩小,但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八大地带间的差距也未缩小。 (3)主要

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差距大于内部,八大地带内部差距在缩小但仍大于八大地带间。 (4)数字经济、产业升级、

交通便利和金融发展整体拉大了地区组间差距,市场化和财政支出缩小了地区组间差距。 对全部城市间的差

距,数字经济之外的因素均为缩小作用。 (5)解释率最大的变量是数字经济和市场化,其次是产业结构和金融

发展,其中金融发展更大程度上解释的是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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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dynamic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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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data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20,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dynamic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astern coast, the northern coast and the southern coast are in the first grade.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southwest are in the second grade.

(2) The regional gap is shrinking as a whole, but there is a large gap between major cities and other cities,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eight zones has not been narrowed. (3) The gap between major cities and other cities is larger, the gap

within eight regions is narrowing but still larger than that between eight regions. (4)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upgrading,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financialization have widened the gap between regional groups, 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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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inancial expenditure have narrowed the gap between regional groups. Factors other than the digital economy are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all cities. (5) The variables with the largest explanation rate are digital economy and

marketization, followed b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ization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jor cities and other cities to a greater extent.

Key words: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dynamic evol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中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贡
献了 90%以上的市场主体,80%以上的就业机会,
70%以上的发明和专利,超过 60%的 GDP 和 50%
以上的税收。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
话中指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而推动落后

地区创业机会的提高,促进地区间创业机会均等

化,是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力量,
对扩大就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已经对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多

研究,中国创业活跃度在城市间的差异尤为明

显[1],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现有研究多数从省层

面的差异进行考察。 然而,仅从省之间的创业活

跃度差距进行考察,对省内的区域差距是怎样的

尚无法深入,也对中国地区间的创业活跃度差距

并未有更加客观的认识,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

域差异还未得到系统的研究。 本文基于 2016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城市层面的工商注册数据,研究

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对区域创业活跃度差异

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一、文献综述

与创业活跃度相关的文献目前主要包括创业

的经济影响、创业的影响因素、创业者行为与创业

过程等。 在创业的经济影响方面,Wong 等[2] 利用

2002 年 GEM 37 国家的横断面调查数据,发现只

有高增长潜力创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

用。 Wennberg 等[3] 利用 2002 年 GEM 36 个国家

的调查数据,发现创业活动比例与国家创新能力

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更多的文献考察的是创业的影响因素,郑馨

等[4] 发现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 谢绚丽等[5] 发现,数字金融对于城镇化率较

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有更强的鼓

励创业的作用。 万海远[6] 的研究结果发现,社区

基础设施具有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使得居民创业

比例显著提升。 此外,一些非经济类因素也会对

创业带来影响,如文化多样性能够显著提高地区

创业活力[7]。
创业者行为与创业过程的相关研究中,Terjesen

等[8]基于 GEM 2006—2007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亚

洲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初创企业的创立率明显低于

非亚洲国家。 Levie 等[9] 基于 GEM 英国 319 家创

业企业数据,发现逆向选择、机会主义和利基导向

构成了英国家族企业成长战略的重要特征。
本文的贡献:一是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省层面

考察了创业活跃度的时间和空间特征,而本文基

于城市层面的月度工商注册数据,首次从月度层

面考察了创业活跃度在城市间存在的差异,并基

于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对区域差异进行了量化分

析。 从城市层面考察区域差异,有利于更加客观

地认识到我国创业活跃度的发展状况,对于如何

缩小区域差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是已有文

献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在城市间所产生的效果

还未得到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的面板数

据,对创业活跃度及其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考

察,这为缩小区域差距提供了未来的政策方向。 三

是本文首次对创业活跃度及其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

相对重要性进行了考察,基于优势分析方法,提炼出

了对创业活跃度贡献程度更高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策略

(一)研究数据

本文所使用研究数据包括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的城市层面的月度工商注册数据、
2015—2019 年的地级市和省层面的经济数据。 其

中,各城市的注册企业信息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各省和城市层面的变量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 此外,本文使用到的

创业活跃度数据为 338 个城市从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共 60 个月的研究数据,共计 2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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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本①。 在研究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时,所使

用的样本个数为 17 388 个。
(二)研究方法

在考察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时,按照主要

城市和其他城市、八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进行

比较。 其中,主要城市包括 4 个一线城市、15 个新

一线城市、30 个二线城市以及未包含在上述范围

内的省会城市,共计 55 个城市,其余 283 个城市定

义为其他城市。 在经济区划分方面,采用八大地

带的划分方法②。 八大地带包括北部沿海、东部沿

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大
西北地区、东北地区③。

在创业活跃度的动态演变描述部分,使用

Kernel 密度估计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分布动态演变,
刻画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整体形态,比较不同时期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动态分布变化。
在量化城市间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时,主

要采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 分别通过主要城市和

其他城市、八大地带作为划分方法,并采用该方法

将各城市之间的泰尔指数(Theil)分解为地区组之

间的泰尔指数(Theil_bt)和地区组内部的泰尔指数

(Theil_wi):

Theil = 1
N∑

N

k = 1

Yjk

Y
— ln(

Yjk

Y
— ) = Theil_bt + Theil_wi

= ∑
j

Yj

Y ln(
Yj / Y
N j / N

) + ∑
j

Yj

Y T j (1)

式中,Yj表示地区组 j 内部的工商注册数据;Y
表示各城市的工商注册数据之和;N j表示地区组 j
内部的城市个数;N 表示城市个数;Tj表示地区组 j
内部城市之间的泰尔指数;Yjk表示地区组 j 城市 k

的工商注册数,Y表示各城市工商注册企业数的平

均值。 泰尔指数越大,则区域差异的程度越高。

基于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工商注册数量

作为因变量考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计量模

型为④:
lnnumberctm = αc + γm + rXct -1 + uctm (2)
式中,变量 number 为城市层面的工商注册数

量。 其中,c 表示城市;t 表示年度;m 表示月度。 α
和 γ 分别为城市和月度固定效应;u 表示随机扰动

项;X 为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的解释变量 X 包括:
①金融发展 FD,以各城市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与贷

款之后与 GDP 的比值度量。 ②产业升级 Ind,以第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度量。 ③财政支

出 Gov,以各城市的财政支出总额与 GDP 的比值度

量。 ④交通基础设施 Road,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创

业[20],采用公路密度即公路里程与区域面积的比值

度量。 ⑤数字经济 Digital。 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

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数字支持服

务程度”度量。 ⑥市场化 Market。 根据王小鲁等编

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进行度量。 对所有解释变

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在根据模型(2)实证检验创

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时,本文通过分位数估计检验

各解释变量的差异影响,采用优势分析方法考察各

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三、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变

(一)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

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创业活跃度平均值的变化

趋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显示,城市创业活跃度整体

呈现了快速的上升趋势。 虽然整体具有快速上升趋

势,但上升速度更快的城市是主要城市。 这也说明,
主要城市集中了大多数的经济资源优势,政府政策

也会在主要城市有所倾斜。 经过计算可知,主要城

市的创业活跃度基本上一直维持在其他城市的 7 倍

以上,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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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338 × 60 = 20 280 个样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所沿袭的东、中、西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合时宜。
　八大经济地带具体包括北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

(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长江中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南地区(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大西北地区(西藏、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八大经济地带内的经济环境相对更为接近,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的城市之间也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 在计算泰尔指数时,以 2020 年 12 月为例,按照八大经济地带划分计算得到的组内泰尔指数大约为组间泰尔指数的 2 倍,但按照

东中西三大地区划分计算得到的组内泰尔指数大约为组内泰尔指数的 4 倍。
　模型(2)中因变量为工商注册数量 + 1 后的自然对数,图 3 和图 4 的创业活跃度核密度估计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法。



图 1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

　 　 进一步地,八大经济地带创业活跃度平均值

的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 图 2 显示,八大经济地

带整体为快速的上升趋势,但之间的差距并未表

现出缩小的趋势。 最高的地区是东部沿海,其次

是北部沿海,排在第三位的是南部沿海。 排在第

4 ~ 6 位的地区分别是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西南

地区。 此外,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整体

处于第一档次,远高于其他五大地带。 长江中

游、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整体处于第二档次。 综

合图 1 和图 2 可知,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
八大经济地带之间的绝对差距较大,也存在拉大

的趋势。

图 2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八大经济地带

　 　 (二)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分布动态:核密度估计

根据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自然对数进行核密度

估计,结果如图 3 和图 4 所示⑤。 其中,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带相对较为接近。 图 4 中

将这 3 个地带和其余五大地带划分为两组进行核

密度估计。

从图 3 和图 4 可以发现,主要城市的分布峰值

高于其他城市,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

分布峰值相对更高,并且分布整体位于其他城市

和其他地带右侧。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的位置

整体向右移动,说明创业活跃度整体有了快速的

增长。 此外,分布整体表现为“高度变高、宽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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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的特征,说明主要城市间、其他城市间以及图 4
中的两大经济地区内部,区域差异整体具有缩小

的趋势。

图3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核密度估计: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

图 4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核密度估计:按经济地带划分

(三)泰尔指数分解

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和内部的泰尔指数

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显示,泰尔指数从

2016 年的 1. 149 逐渐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0. 780。
组内泰尔指数从 2016 年的 0. 680 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0. 308,而组间泰尔指数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变

化趋势。 这一方面说明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

距并未表现出缩小的趋势,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

间的差距更大,说明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差

距是更重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说明主要城市与其

他城市内部的差距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缩小趋

势,同一档次城市间仍然表现出了收敛趋势。 最

后两列显示,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泰尔指数均为

下降趋势,并且主要城市下降更快。

表 1　 泰尔指数分解: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

年份 泰尔指数 组内 组间
主要城市
泰尔指数

其他城市
泰尔指数

2016 1. 149 0. 680 0. 468 0. 780 0. 533
2017 1. 078 0. 536 0. 543 0. 521 0. 561
2018 0. 809 0. 330 0. 480 0. 321 0. 343
2019 0. 845 0. 313 0. 532 0. 287 0. 354
2020 0. 780 0. 308 0. 471 0. 264 0. 373

注:表中报告的统计结果是各年度 12 月的计算数据。

进一步地,本文以八大地带作为地区组进行

计算,结果如表 2。 表 2 显示,组内泰尔指数从

2016 年的 1. 062 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0. 523,而组

间泰尔指数并未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这说明八

大地带间的差距并未缩小,而八大地带内的差距

却表现出了明显的缩小趋势。 此外,虽然八大地

带内部差距在缩小,但仍然大于八大地带之间,八
大区域内部的差距是造成总体区域差距更为主要

的原因。 然而,八大地带内部的差距包含了内部

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这也是导致组内泰

尔指数远大于组间泰尔指数的原因。 将主要城市

数据剔除后重新计算泰尔指数,即表 2 最后 3 列的

计算结果。 当删除主要城市后,总体泰尔指数与

删除之前相比得到了较大幅度下降,但整体仍然

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表 2　 泰尔指数分解:八大经济地带

年份
全部城市 删除主要城市

泰尔指数 组内 组间 泰尔指数 组内 组间

2016 1. 149 1. 062 0. 087 0. 533 0. 469 0. 064
2017 1. 078 0. 779 0. 299 0. 561 0. 319 0. 242
2018 0. 809 0. 596 0. 213 0. 343 0. 201 0. 142
2019 0. 845 0. 593 0. 252 0. 354 0. 167 0. 186
2020 0. 780 0. 523 0. 257 0. 373 0. 181 0. 192
注:表中报告的统计结果是各年度 12 月的计算数据。

四、城市创业活跃度及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一)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对模型(2)进行估计,考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因素。 将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划分为

发达地带,将其余五大地带划分为其他地带,估计

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第(1)列显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交通

便利、财政支出、数字经济、市场化等变量的估计

系数均为正,除了财政支出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变量均在 1% 的水平下显

著,说明有助于推动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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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因变量

lnnumber
全样本 主要城市 其他城市 发达地带 其他地带

(1) (2) (3) (4) (5)

Ind
0. 058∗∗∗ 0. 419∗∗∗ 0. 057∗∗∗ 0. 098∗∗∗ 0. 059∗∗∗

(8. 87) (5. 37) (8. 69) (4. 25) (8. 96)

FD
0. 146∗∗∗ 0. 183∗∗∗ 0. 116∗∗∗ 0. 228∗∗∗ 0. 144∗∗∗

(10. 32) (3. 94) (7. 65) (4. 61) (10. 23)

Road
0. 597∗∗∗ 0. 689∗∗ 0. 531∗∗∗ 1. 373∗∗∗ 0. 546∗∗∗

(7. 13) (2. 21) (6. 23) (6. 07) (6. 27)

Gov
0. 507∗∗ 0. 189 1. 723∗∗∗ - 0. 895 0. 507∗∗

(2. 26) (0. 55) (5. 06) ( - 0. 72) (2. 34)

Digital
0. 011∗∗∗ 0. 014∗∗∗ 0. 010∗∗∗ 0. 022∗∗∗ 0. 007∗∗∗

(21. 90) (11. 81) (16. 72) (18. 00) (12. 27)

Market
0. 990∗∗∗ 0. 383∗∗∗ 1. 126∗∗∗ 0. 313∗∗∗ 1. 082∗∗∗

(27. 54) (4. 23) (29. 04) (3. 33) (28. 59)
城市、月度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7 256 3 300 13 956 5 208 12 048
R2 0. 304 0. 293 0. 314 0. 345 0. 292

注:∗、∗∗、∗∗∗分别表示在 10% 、5% 、1%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下同。

从第(2)列和第(3)列可知,产业结构、金融发

展和交通便利对主要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大。 主要

城市的产业基础好,金融发展水平高、交通更加便

利,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是拉大主

要城市和其他城市的重要因素。 财政支出对其他

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大,其中第(2)列中财政支出变

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财政支出对主要城市

的促进作用相对不大。 可能的原因在于,主要城

市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创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也

较小,财政支出的带动作用相对不大。 数字经济

变量在第(2)列的估计系数相对更大,但估计系数

相差不大,这说明数字经济对主要城市和其他城

市之间差距的影响不大。 市场化对其他城市的促

进作用更大。 可能的原因在于,主要城市的市场

化水平较高,市场化的带动作用相对会下降。 综

合第(2)列和第(3)列的结果可知,虽然产业结构

基础、金融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会拉大主要城市

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但财政支出和市场化抑

制了差距的扩大,不同力量的存在使得主要城市

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从第(4)列和第(5)列可知,各变量的估计系

数与第(2)列和第(3)列表现出了类似的差异。 此

外,与第(2)列和第(3)列略微不同的是,第(2)列
和第(3)列中数字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相差较小,
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第(4)列和第(5)列数字经济

变量的估计系数相差较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发达

地带的带动作用更大。 数字经济对主要城市与其

他城市之间、发达地带与其他地带之间差距影响

不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在空间上

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10],数字经济在不

同地带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如江苏、浙江、上海

等南方省份发展更为接近,由于市场环境不同,在
发达地带能够发挥更强的带动作用⑥。

(二)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分位数估计

进一步采用分位数估计方法对模型(2)进行

估计,结果见表 4。 表 4 显示,随着分位点提高,产
业结构、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和市

场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下降趋势,说明有利于

缩小城市间的差距。 其中,前文表 3 中的结果显

示,金融发展会拉大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发达地

带与其他地带之间的差距,而表 4 的分位数结果则

发现金融发展缩小了城市间的差距,原因在于金

融发展缩小了主要城市内部和其他城市内部、发
达地带内部与其他地带内部的差距。 对主要城

市、其他城市、发达地带、其他地带各组样本分别

进行分位数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产业结构、金融

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和市场化变量的估

计系数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⑦,缩小了

地区组内部差距。
而数字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为上升趋势,对城

市间差距具有拉大倾向。 这说明,在数字时代背景

下,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并不会带来缩小作用。 而

且通过分样本分别进行分位数估计,同样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整体拉大了地区组内部差距。 这表明在数

字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的在数字经济的“普惠性”
与“造富性”作出权衡是当下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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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各省淘宝村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地的普惠程度。 2019 年全国 4 310 个淘宝村中,浙江、广东、江苏 3 个省份分别有 1 573、798
和 615 个,占全国淘宝村数量的将近 70% 。 笔者基于相关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南方省份淘宝村数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由于市场化不同,数字经济发展在南方省份具有更强的普惠性,也在部分程度上佐证了本文数字经济会拉大发达地带与其他地带创业

差距的结论。 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由于其普惠性,也会缩小同一地带内部的差距,这在下文中的分位数回归部分得到了验证。
　结果未在正文报告。



表 4　 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分位数估计
因变量 lnnumber

分位点
0. 1 0. 3 0. 5 0. 7 0. 9
(1) (2) (3) (4) (5)

Ind 0. 176∗∗∗ 0. 054∗∗∗ 0. 052∗∗∗ 0. 069∗∗∗ - 0. 039∗∗∗

(7. 30) (6. 01) (7. 33) (9. 76) ( - 3. 61)

FD 0. 427∗∗∗ 0. 235∗∗∗ 0. 094∗∗∗ 0. 050∗∗∗ 0. 001
(8. 21) (12. 06) (6. 15) (3. 24) (0. 05)

Road 1. 696∗∗∗ 0. 886∗∗∗ 0. 550∗∗∗ 0. 507∗∗∗ 0. 074
(5. 49) (7. 66) (6. 08) (5. 59) (0. 54)

Gov 1. 875∗∗ - 0. 367 0. 013 0. 226 - 0. 291
(2. 26) ( - 1. 18) (0. 05) (0. 93) ( - 0. 79)

Digital 0. 010∗∗∗ 0. 007∗∗∗ 0. 008∗∗∗ 0. 013∗∗∗ 0. 020∗∗∗

(5. 45) (10. 33) (15. 23) (23. 38) (23. 30)

Market 2. 140∗∗∗ 1. 135∗∗∗ 0. 935∗∗∗ 0. 520∗∗∗ 0. 289∗∗∗

(16. 14) (22. 85) (24. 06) (13. 33) (4. 91)
城市、月度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7 256 17 256 17 256 17 256 17 256
R2 0. 160 0. 421 0. 537 0. 592 0. 580

(三)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优

势分析

基于 Luchman[11] 介绍的优势分析方法和命

令,通过确定不同影响因素对拟合优度 R2的贡献

程度以确定不同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计算结

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拟合优度分解

因素
全部城市 主要城市 其他城市 发达地带 其他地带

(1) (2) (3) (4) (5)
产业升级 0. 036 8 0. 019 2 0. 010 0 0. 061 6 0. 022 7
金融发展 0. 032 6 0. 005 3 0. 005 0 0. 048 4 0. 027 4

交通基础设施 0. 021 2 0. 017 8 0. 016 5 0. 009 6 0. 018 4
财政支出 0. 016 9 0. 002 7 0. 009 5 0. 007 5 0. 012 0
数字经济 0. 064 8 0. 101 5 0. 065 7 0. 125 9 0. 044 9
市场化 0. 051 8 0. 042 4 0. 045 1 0. 023 6 0. 042 5
城市 0. 316 8 0. 217 1 0. 281 4 0. 227 7 0. 341 7
月度 0. 051 7 0. 055 1 0. 068 2 0. 044 1 0. 064 5

第(1)列显示,在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交通基

础设施、财政支出、数字经济和市场化 6 个变量中,
解释率最大的变量是数字经济和市场化,解释率

大约为 6. 48%和 5. 18% 。 其次是产业升级和金融

发展,解释率大约为 3. 68% 和 3. 26% 。 之后是交

通基础设施和财政支出, 解释率大约分别为

2. 12%和 1. 69% 。
第(2)列和第(3)列显示,对于主要城市,数字

经济和市场化仍然是解释率最大的两个变量,解释

率达到了大约 10. 15% 和 4. 24%。 而对于其他城

市,数字经济和市场化变量的解释率也最高,大约为

6. 57%和 4. 51%。 第(4)列和第(5)列显示,发达地

带解释率最高的变量仍然是数字经济,解释率达到

了 12. 59%。 其次是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解释率

达到了 6. 14%和 4. 84%。 而对于其他地带,数字经

济变量和市场化变量的解释率大约为 4. 49% 和

4. 25%,其次是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发展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结论

第一,创业活跃度整体呈现了快速的上升趋

势,上升速度更快的城市是 4 个一线城市、15 个新

一线城市、30 个二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等主要城

市,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
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三大地带整体处于

第一档次,远高于其他五大地带,八大地带间的差

距并未表现出缩小趋势。
第二,随着时间推移,分布的位置整体向右移

动,整体表现为“高度变高、宽度变窄”的特征,主
要城市、其他城市以及经济地带内部,绝对差距在

拉大,但相对差距整体具有缩小的趋势。
第三,区域差距整体为较为明显的缩小趋势。

从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来看,地区组间差距是造

成总体差距更为重要的原因。 主要城市其他城市

泰尔指数均为下降趋势,并且主要城市下降速度

更快。 从八大区域来看,地区组内部差距在缩小,
但仍然大于八大经济地带之间。

第四,产业升级、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

数字经济会拉大地区组间差距,但财政支出和市

场化水平抑制了地区组间差距扩大。 产业升级、
金融发展、交通便利、财政支出和市场化对全部城

市间和地区组内部的差距整体起到了缩小作用,
但数字经济拉大了地区间差距。

第五,解释率最大的变量是数字经济和市场

化,其次是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 其中金融发展

更大程度上解释的是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间的差

异,而非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内部。
(二)政策含义

第一,由于主要城市集中了大多数的经济资

源优势,政府政策也会在主要城市有所倾斜,在带

动其他城市和周边地区发展方面发挥额不可忽视

的作用。 但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主要城市与

其他城市长期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防止资源过

度集中在主要城市,推动资源向其他城市流动,加
大其他城市的创业支持力度,是当下“稳增长、保
就业”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之一。

第二,虽然区域差距总体和八大地带内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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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在缩小,但八大经济地带之间的差距并未表现

出缩小趋势。 每个经济区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
发展自己的产业和经济,但八大地带所处地理位

置和享有的资源优势不同。 如福建、广东、海南等 3
个省份组成的南部沿海经济区,紧邻港澳台,具有明

显资源优势,八大经济地带之间似乎缺乏紧密的联

系。 因此,应加强八大经济区之间的合作、互助、扶
持,助力区域之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第三,解释率最高的变量是数字经济和市场化,
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是推动当下创业的

重要方向之一。 但数字经济会拉大地区之间的差

距,推动落后地带数字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
第四,市场化和财政支出对其他城市和其他

地带的促进作用更大,应扩大对其他城市和其他

地带的财政支持力度,推动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
够在有限的资源中更加有效地促进地区间创业的

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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